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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学峰  赵阳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教育支出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增长速度，农民教育负担日益严重，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财政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农村教育支出的规模投入，导致了农村教育类公共产品短缺的制度性漏出。究其原因，近年来实行的“大跃进”式的教育体制改革、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的不均衡以及内生制度影响下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等都是导致农村教育支出短缺的制度性根源。财政支出向农村教育的倾斜，不但可以弥补农村教育资金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为多元化提供农村教育投入提供前提和可能。结尾处，笔者提出了简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关 键 词：财政转型，农民教育支出，公共产品短缺，收入差距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创新基地的资助。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强劲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4%。
持续20多年来的快速增长使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我国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利条件、制约因素和困难，诸如能源短缺、环境恶化、就业紧张以及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其中，“三农”、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在近几年来日显突出。一般而言，正规教育的增加是提高一个人素质和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会提高一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工人的比重，提高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农村的教育费用支出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却逐渐加大，成为重压在农民身上的负荷，辍学、退学的现象仍旧没有出现明显好转。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91%，
而接受教育的比例和水平与城市相比，却是十分低下的。如此多的人口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投入的低下，从长期来看，势必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由于教育水平的落后而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必将使一部分人处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流之外，这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会对社会的安定带来一定的威胁，不利于财政职能的实现，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中效率和公平的兼顾，不利于我国经济和谐和社会的繁荣稳定，不利于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可喜地看到，减轻农村教育支出负担问题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重视，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近年来第3个有关“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曾特别提到了农民的教育问题。
可以认为，调整“二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从而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农村，正确处理农村教育支出困境、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政府财政在引导支出、增量规模等方面都责无旁贷。

二、文献的简要回顾

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收入。然而，最近几年，农民收入有所提高，教育支出比重却在逐年上升。教育负担的沉重和教育投入的低下影响到我国农民受教育水平，导致城乡居民差距进一步拉大。潘士荣、林毅夫（2006）曾提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教育投入的重点仍在城市，农村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例如，绝大部分城市里拿农村户口的人的子女在城市接受中小学教育时，需上交相当数量的额外费用（例如赞助费等）；而在农村接受教育，水平却非常低下。”刘炜（2006）曾提到，“城市化是与现代化并生的，现代化的发展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提升，我国农村劳动者综合素质的低下是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明显偏低。”DeBraw（2002）等人曾用模型估计中国农村教育回报率在0-6%之间，而相当一部分的研究（Meng,1996,Parish et al ,1995等）证明了教育没有得到明显的回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陈玉宇、邢春冰（2004）曾对上述的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教育可以显著提高人们到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并用Heckman模型，得出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在5%-7%之间。王梦奎（2006）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虽然）已经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但是）还是低水平的。发展农村经济，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逐步使落后的农村得到根本的改造，因此，要加快农村教育等发展的改革步伐。

综上所述，在已有研究中，对农民教育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把教育作为自变量的方面，对它的分析和解释则显得不够。同时，已有的研究缺乏与城镇居民以及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横向比较，而这正是本文着力研究的地方。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三部分主要从数据的分析上得出一些结论和命题，这些结论和命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民教育在当前所面临的四个难题和困境。第四部分分析了这些难题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是简要结论，并对我国农村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三、我国农村教育支出的困境

概括而言，我国农村教育支出增长速度远高于收入增长速度，使农民教育负担日益严重，导致本已经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更加降低了农村教育的总体质量和水平，而财政受经济政策引导，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农村教育支出的规模投入，这种农村教育类公共产品短缺的持续性后果导致了目前农村教育支出的制度性漏出。

第一，农村教育支出规模持续增长，农民不堪重负。如图1所示，我国农民的文教投入占总的消费投入比例自1993年以来逐年增加。在2003年，这一比重已达到12.13%，仅次于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排在第三位。我国农民的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也从1993年的58.38元增长到1999年的168.32元。到了2004年，我国农民中低收入人群的该项支出费用达到109.94元，中等收入者达到218.34元，高收入者就达到了465.45元。
可见，我国农村教育支出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并且教育支出——收入增长弹性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农村教育类支出正在逐渐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通过具体案例，可以反映农民教育支出负担沉重：2004年我国农民平均收入为2622元，平均每户人数为4人，则总收入为10488.8元。
假设每户只有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教育支出为4800元，
则仅这一项支出占农民总支出的45.76%。可见，农村高昂的教育支出成本会降低农民的其他投资机会，增大农民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降低其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倾向。这将降低农民远期收入进一步提高的能力，不利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图1  农村文教支出占全部消费性支出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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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4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发行。
    第二，国家财政在农村教育支出投入与城镇有很大差距。1990年代，由于教育体制改革，我国农村教育支出与城镇的“二元化”趋势日益加强，出现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局面，而其费用也由三级财政分别承担。与此相比，城市的教育费用则由政府承担。2001年，全国农村小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29%，初中为31%，全国30%左右的县初中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教育经费不足15元。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1990年代末，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方面，乡镇负担了78%，这种投入占到了乡镇政府的很大部分。由于对教育的刚性需求，政府不得不增加对农民的收费，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可支配收入，降低了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第三，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城镇相比较明显较低。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就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平均每农户有0.29人仍是文盲或半文盲，有0.16人是高中文化程度。义务教育是提升一国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也都对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相比，我国平均每个农户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仅有1.02个人。因此，在农村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增大义务教育投资将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

表1：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一览表

	在农村劳动力中：
每户人数
	单位：
人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4.00
	3.89
	3.88
	4.28

	1.文盲、半文盲
	人
	0.29
	0.27
	0.27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1
	0.73
	0.88
	0.79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2
	1.02
	1.01
	1.02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3
	0.16


        资料来源：http://www.agri.gov.cn/sjzl/baipsh/WB2005.htm#31 2006年4月24日。
    虽然从1991年到2003年我国教育投入从7315028万元增长到54800278万元，
招生数量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农村教育比例未能同比例提高，与城镇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李瑞娥和李伟雄（2005）的测算，我国城镇和农村同年进入大学人数之比从1992年的2.68上升到2002年的8.01。2000年，我国六岁以上人口中，研究生人数在城、镇、乡三级中的比例为102:17:1，本科生人数比例为67:4:1。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飞快进步，我国的产业结构必将发生显著的变化，也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力脱离传统农业而进入到现代化产业从事生产就业，这就内在的要求我国劳动力包括农村劳动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素质的欠缺将会对我国的产业优化形成“瓶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利于的。
第四，公共财政转型对区域间农村教育经费投入具有明显差距。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赶超型”的发展战略，重点选择了一些地区进行财政政策倾斜，保证其优先发展。这种发展战略缺乏市场的调节，必然造成我国在不同地区不能充分利用地域特点和资源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也直接导致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很大，进而加大了地区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有数据显示，不同省份的农民在文教等现金支出方面差距较大，平均收入较高的省份支出多，平均收入低的省份支出较低。2003年，北京和上海地区该项支出分别达到691.39元和675.56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藏地区仅为32.22元。
政府财政在教育支出的公共选择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政府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教育投入的财政资源。就公共财政满足公共产品需求而言，实现教育的公平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它是指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特别是政府公共财政支持的基础教育类的资源合理配置。我国政府在教育支出方面呈现明显的区域化差异，这一点可以从廖楚晖（2004）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说明。2001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小学生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为24元和41元，分别为东部地区的21%和36%。初中生的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为38元和63元，分别为东部地区的18%和30%。
这种教育经费的分配方式必将带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根据陈玉宇、邢春冰（2004）的结论，教育投入将会对农民的收入水平发生显著的影响。不同省份农民的教育支出和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将会进一步拉大各个地区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我国实现各个地区共同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
四、农村教育支出困境的制度性根源
挖掘农村教育支出困境的根源，其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实行的“大跃进”式的教育体制改革、长期以来财政投入规模偏低、教育支出结构的不均衡以及内生制度影响下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投向差异。
第一，“大跃进”式的教育体制改革导致了农村教育负担过重。自1989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1989年后，高等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革，但是教育也只是每年收取200元的象征性费用。在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共建、调整、合作和合并”的方针，同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收费稳定在每年3000元左右，这一费用到了2000年增加到4000元。我国在2002年前后基本上形成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布局调整，形成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按比例匹配的局面。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收费也增加到4800元。学费和杂费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在这些年来也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11.54%增长到2002年的16.84%，增长4.54个百分点。
由于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不断提高，而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上却没有显著增加，导致我国农民的教育负担逐渐加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城镇相比也相应减少。
第二，财政投入规模偏低导致农村教育捉襟见肘。按照Lin(2003)的观点，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内生于我国的发展战略。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亟需赶超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在当时的资金极端匮乏，技术极端落后的条件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就限制了教育方面的财政性支出。在1990年代，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全部教育经费自1996年迅速增加。1996年，我国全部教育支出为2262.30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3.33%，2002年全部教育支出为5480.02亿元，占GDP比重达到4.67%。
但是，我国教育支出的总规模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据1995年数据显示，世界平均水平为5.5%，高收入国家为5.5%，中等收入国家为4.5%，低收入国家为5.5%。如果按平均每人的教育经费来计算，我国的差距更大。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逐年增加。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6年的2.04%增长到2002年的2.97%。
但是，这一比例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4%的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平均5%-6%的水平。教育是一项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如果完全由私人或个人承担则会造成供给量过少的情况。因而，财政的教育投入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自然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我国教育投入总规模的不足及财政性教育支出比重的低下，是造成农民教育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

第三，教育支出结构不均衡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基础教育在提升一国国民素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也都非常重视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支出，并且国家越发达，这一项支出就越多。初、中、高三级教育支出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1:2.7:3.0，低收入国家为1:2.7:12.8，高收入国家为1:1.5:2.2。我国1996年全部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反面的投入比例为1:2.6:21.6，2001年全部教育投入在这三级教育方面的支出比例为1:2.0:17.1，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方面的支出为1:1.6:11.4。
尽管我国从1996年到2000年的教育支出比例有明显的改善，但是目前总的教育支出经费以及财政性的教育支出经费比例仍然不够合理。我国明显在高等教育上投资过多，在基础教育和中级教育上投入过少。由于收入差距和体制原因，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明显小于城镇居民。所以，我国在教育上的投资比例和结构的不合理是造成农民受教育水平少于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教育水平的弱化又会扩大收入差距的幅度，导致教育支出偏低——接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相对下降的恶性循环。
第四，受内生制度制约，个人可支配收入资金投向的差异使教育资金进一步短缺。按照林毅夫（2005）的观点，农民是理性经济人，他会在给定的条件下作对各种选择做出比较，做出最优的选择。农民在进行教育投资选择的时候，也将会对自己有限的资金资源进行配置，以谋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假设农民在进行教育投资时，可构造以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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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x为当期教育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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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是农民在进行教育投入时候所预期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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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一种投入产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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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期的现金收入，OC(x)反映的是农民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P代表政策变量，u代表随机解释变量，反映随机因素的作用。若农民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则在其他方面的投入会减少，则教育的边际成本增加，故OC随着教育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即MOC>0。
在政策因素和当期收入不变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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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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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未知，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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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未知。
可见，只要MU>0,则农民就会增加教育的投资。由于我国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和习惯，所以不同地区对于教育投资的预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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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例如，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早婚现象是很严重的，所以适龄女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在江浙地区早就有兴师重学的风气，所以其教育投入较多，也较早地产生了大批的人才。由于农民当期收入
[image: image14.wmf]o

I

不同，其能够承担的教育负担就不同，该项支出自然也不同。据估计，2004年各省农民的教育支出与平均收入的相关度为0.860865。
收入较高的上海、北京等地农民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明显高于收入较低的新疆、海南等地农民的该项支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的教育支出规模和教育支出结构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引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亟待解决和弥补。“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初始阶段。在公共财政转型中要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当务之急在于解决农村教育支出短缺这一制约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民的教育负担重和受教育水平不高的问题，公共财政在资金规模和支出结构上的调整和优化，不但可以提高农村教育支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文化教育的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财政对农村教育类公共产品缺口的弥补，更好地发挥对社会资金的引导作用，使全社会都对农民的教育予以关注，从而为多元化提供农村教育资金和教育投入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当然，农村摆脱落后的根本性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有的地方甚至要上百年时间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同时，农村教育支出得以改善，还有赖于教育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共同推进，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局面。

当前，针对农村教育资源短缺、教育质量偏低的困境，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农村教育进行调整、补充和改善：
第一，有计划地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中非农收入比重，积极引导农民进行第二、第三产业的投资。农民的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在当前人地矛盾逐渐尖锐的情况下，非农收入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重点之一。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大农民在教育投入上的支出空间。大力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第二，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培植自己的优势产业和战略产业。结合实际，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这样才能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保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以缩小各地区的差距。
    第三，增大财政对教育事业支持的力度。充分利用财政的导向作用，积极拓宽教育投入渠道，促进民间教育投资的增加，形成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社会捐资和筹资多渠道、多层次的筹资模式和办学方式。同时，改善财政的支出结构，增大初等教育的投入和中等教育的投入，大力扶持职业技术培训，以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第四，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拆除城乡壁垒，给进城农民工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下的产物，是城乡之间劳动流动的壁垒，不利于城乡居民之间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均等。我国应当加大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受教育权利之间的体制性差异，给予城乡劳动力相同的受教育权利。同时，应当给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以相同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并对于某些打工子弟学校相应的政策扶持。

第五，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在农村积极推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提高我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经济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的教育现象还不容乐观，进行这一项工作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这项机制的建立将会有利于全面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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